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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人口变动与人口高质量发展困境

石智雷 冯一桃

摘 要  乡村人口变动已成为影响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深入探讨乡村人口变

动与人口高质量发展困境，对理解当前中国的人口发展形势并回应相关重大现实问题具有

重要意义。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和 2023年第一期湖北

百县老龄调查（HBAS）等数据资料，并采用队列要素法，可以对乡村人口变动形势展开全面

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乡村人口变动在婚龄人口性别比、老年人口高龄化以及婚姻稳定性等

方面给人口高质量发展带来困境。具体而言，乡村出生人口和学龄人口总量快速下降，出生

人口性别比逐步回归正常，但婚龄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男性光棍危机蔓延至农村社会中层

家庭。乡村老年人口呈现高龄化、独居化趋势，对农村养老保障造成较大挑战。离婚文化开

始侵袭农村，传统婚姻文化逐渐消解，导致乡村婚姻不稳定程度加剧。越来越多农村人口在

县城购房，成为县域城镇化的主要推动力。农民工返乡就业人数增加，乡村初步显现“逆刘

易斯过程”。为了进一步促进乡村人口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应当优

化城乡教育资源供给、提升农村养老服务水平以及修复乡村婚姻和家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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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强调，要认识、适应、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

国式现代化［1］（P4-8）。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国人口发展经历了两大转型。一是从高生育率转向低生育

率。《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显示，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从改革开放初期的 2.295 下降至 1994 年的

1.602，并于1995年跌破1.5的低生育率预警线，进入低生育率阶段；到2015年，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下降至

1.054［2］（P13-14）。在这一过程中，乡村生育率的显著下降成为我国生育率转变的主要原因。2006年，我

国城市总和生育率已降至0.89，但乡村总和生育率仍维持在1.72的较高水平。然而，到2015年，乡村总

和生育率降至1.26，下降幅度达到26.74%［2］（P15-16），导致我国整体生育水平显著下降。二是从农村人

口占多数转变为城市人口占多数。改革开放后，大量农村人口迁移至城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农村

人口占比持续下降，城镇人口占比则从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的17.92%增至2021年的64.72%，城乡人口

分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3］（P39-51）。更为重要的是，这两大转型的核心交汇点都在农村，在生育率转变

与人口大规模外流的双重冲击下，乡村人口结构必将经历剧烈变动。然而，我们对乡村人口结构变动的

新形势以及这种变动对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还知之甚少。因此，如何认识乡村人口变动的新特征、新

趋势，并准确把握乡村人口变动与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已成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的关键所在。

纵观现有文献，学界对乡村人口变动与人口高质量发展关系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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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阶段中，学界聚焦人口规模变动对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生产力水平的制

约，人口迅速增长对社会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此，如何控制人口数量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

议题。代表性观点如徐愫指出，农村地区是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重点区域，通过控制农村生育率水平，

可以有效实现适度人口规模［4］（P154-158）。在第二个阶段中，学者们开始关注人口素质对人口高质量发

展的影响。代表性观点如梁旭光认为，要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控制人口数量，更为重要的是

要提高人口的整体素质，而提高人口的教育水平是有效提升人口素质的关键途径［5］（P78-83）。随着生活

条件的改善，农村居民对健康的关注度逐渐增加，赵忠等学者将健康纳入人口素质的研究范畴［6］（P78-

85）。而进入新时代以来，学者们逐步将关注点转向人口结构变动，但关注的焦点局限在城乡结构方面［7］

（P50-59）。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是习近平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新要求。习近平强调，要推动人口工作由

调节数量为主向提升素质、稳定总量、优化结构、畅通流动转变［1］（P4-8）。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视角下，

乡村人口变动的研究也不再局限于人口素质和人口规模，还涵盖人口结构、人口流动和人口分布等多个

维度。因此，单一视角无法全面揭示乡村人口的变动规律及其对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为此，有必要

从更加多维的视角出发，综合把握乡村人口变动的新特征、新趋势，以便深入理解人口高质量发展，为制

定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一、文献综述

我国乡村人口变动与城镇化发展密切相关，学界关于乡村人口的研究也契合城镇化历程。据此，本

文将我国乡村人口变动相关的文献分为三个阶段［8］（P49-59）。

第一阶段是1978-2001年，这个阶段处于人口严格控制时期，城镇化建设也刚刚起步，乡村人口变动

并不显著。因此，这一阶段关于乡村人口变动的研究相对较少，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农村人口生育率以及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随着计划生育政策被确定为基本国策，相关研究便开始关注农村人口生育率的

变动。例如，石爱虎分析1997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发现，我国农村人口出生率波动较大，出生率从

1970年的35‰下降至1980年的18.8‰，随后又上升至1990年的22.8‰［9］（P76-80）。改革开放后，乡镇企

业吸纳了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又推进了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转变的研究。朱宝树发现，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农村人口非农化进程明显加快，1980-1988年农村非农劳动力年均增长量达到824.2万人。进入20

世纪90年代后，受到城市化制约，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进程有所放缓，但1994-1998年农村非农劳动

力年均增长规模仍然超过460万人［10］（P32-38）。

第二阶段是2002-2011年，城镇化建设速度加快，乡村也处于人口快速变动阶段。这个阶段的研究

内容主要涉及农村人口迁移、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变迁以及农村留守儿童问题。首先，农村劳动力在城市

就业的不合理限制被取消，促进了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推进了农村人口迁移的相关研究。根据2006

年湖南省的调查显示，30岁以下流出人口占农村流出人口总量的60.1%，且接近70%的流出人口都具有

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显著高于农村平均水平，素质相对较高的中青年成为农村流出人口的主体［11］

（P32-48）。值得注意的是，白南生和李靖的研究发现，这一阶段农村人口流动并未伴随户口迁移，这种

不迁户口的非正式迁移是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主要模式［12］（P2-10）。其次，随着乡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

外流，农村年龄结构也发生显著变化，趋向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结构。一方面，乡村老龄化程度加

深。叶文忠和宁淼发现，2002年我国农村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2003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统计

显示，2002年我国农村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到8.1%，超过联合国规定的老龄化社会7%的标准［13］

（P26-31）。另一方面，农村留守儿童规模较大。根据段成荣和杨舸的推算，2005年我国留守儿童规模达

到7326万人，且80%的留守儿童分布在农村，其总量超过5861万人［14］（P18-25）。进一步研究发现，农村

留守儿童不仅规模庞大，在成长过程中还面临诸多困境［15］（P138-150）。如周宗奎和孙晓军的研究发现，

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和教育问题较为突出。与父母在家儿童相比，农村留守儿童学业表现更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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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和自信心方面也显著不如父母都在家的儿童［16］（P71-79）。

第三阶段是2012-2021年，处于全面推动乡村振兴时期。这一阶段延续了第二阶段的相关研究，同

时围绕乡村人口空心化和乡村养老问题展开讨论。一方面，乡村人口净流出规模不断扩大，农村建设滞

后、农业生产率下降等问题加速暴露，推动了对乡村人口空心化问题的研究。李玉红和王皓基于第三次

全国农业普查行政村普查抽样数据对我国农村人口空心化现状进行测度。结果发现，我国79.01%的行

政村都处于人口净流出状态，且空心化率不低于5%的空心村占比达到57.5%［17］（P124-144）。另一方面，

乡村老龄化程度快速加深推进了学界对乡村养老问题的研究。胡祎和魏后凯的研究发现，农村老年人

的总收入中依然有接近70%是通过劳动获得的，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没能为老年人提供足够的生

活保障，农村老年人并没有真正进入养老状态［18］（P45-57）。在应对农村养老挑战方面，贺雪峰认为互助

养老或成为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重要方式［19］（P1-8）。

与本文直接相关的一类研究是结合“七普”数据探讨乡村人口变动新趋势的文献。这类研究多以乡

村特定群体为研究对象，预测该群体规模和结构的变动趋势。胡雪萍等以“七普”数据为基础，采用队列

要素法对乡村劳动力人口规模、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进行预测。结果表明，2021-2050年乡村劳动力规

模将持续下降，劳动力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也可能出现严重失衡［20］（P27-44）。杨涵墨基于“七普”数据，

对乡村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发现乡村老年人口总数低于城市和镇，但乡村老龄化程度高于

城市和镇，且城乡差距呈扩大趋势［21］（P104-116）。王广州和刘旭阳也利用“七普”数据分析乡村人口迁

移流动趋势，结果发现，未来乡村15-21岁低龄人口将不断流失［22］（P76-87）。上述文献基于不同群体讨

论了乡村人口的变动趋势，但人口高质量发展不限于单一群体，也不止于人口规模和结构。在人口高质

量发展背景下，乡村人口素质、人口总量、人口结构以及人口分布等方面有何变动趋势？这一问题还未

得到较好的回答。

与本文相关的另一类文献是探讨人口变动对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的研究。人口高质量发展包含

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与分布合理四个方面，任何一个方面的变动都会对人口高质量发展产生

影响。原新和范文清的研究发现，中国出现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表现为农村先老、农村快老、农村更

老、农村高老以及农村弱老等特征，将阻碍人口高质量发展［23］（P83-95）。田天亮的研究发现，日益突出

的“少子化”也是人口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困境［24］（P186-195）。乡村人口变动作为中国人口发展形势的

重要内容，关于其对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还没有得到充分研究。尤其是在人口负增长阶段，探究乡村

人口变动新趋势如何影响人口高质量发展，是促进乡村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总结来看，现有研究多关注乡村特定群体的变化趋势，并没有全面关注乡村人口变动新特征，也没

有考察乡村人口变动对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本文在人口发展进入人口负增长的背景下，从人口素

质、总量、结构和分布等维度考察乡村人口变动的新趋势，继而分析乡村人口变动对人口高质量发展的

影响，以期为制定实现乡村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治理路径提供证据。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部分首先对数据来源进行介绍，数据来源主要包括宏观统计数据和微观调查数据两个部分。其

次，介绍本文进行人口预测时所采用的队列要素法，并对预测模型参数设定进行详细说明。最后对预测

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一）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宏观统计数据，包括 2010年和 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2011-2023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数据，用以分析我国乡村人口变动趋势。另一类是微观调查数

据，包括2014-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和2023年第一期湖北百县老龄调查（HBAS）等微观

数据，用以探讨乡村人口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困境。其中，HBAS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口与健康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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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组织实施的大型社会调查。该调查数据汇总收集了23个与老龄事业相关的数据条目，并采用分层、两

阶段、等规模的抽样方法，实现了对湖北省125个区县的全覆盖，最终获取有效样本12350个。我们选用

该数据的原因在于，湖北省既有新一线城市也有相对落后地区，既有江汉平原也有山地丘陵地貌，并且

包括55个少数民族。因此，湖北省在经济发展、地形地貌以及民族文化等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

HBAS数据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乡村老龄人口变动情况。

（二） 队列要素法

本文采用队列要素法分析我国乡村人口变动趋势。之所以选用队列要素法进行分析，是由于队列

要素法能够比较准确地预测人口总量和年龄结构。其基本思想是依据人口平衡模型，利用队列移算方

法不断迭代基期人口数据，对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的动态变化趋势和过程进行模拟分析［25］（P112-138），

而人口总量和年龄结构又恰好是我国乡村人口变动最重要的两个方面。本文对我国乡村男性人口预测

模型的具体设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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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式中，Pmn，t + 1表示 t+1年的男性年龄别人口，pmn，t表示n岁男性活到n+1岁的概率，f mn，t表示n岁男性

人口的净迁移率。Mm
n，t表示n岁女性在 t年中生育并存活的男婴数。乡村女性人口预测模型与男性人口

预测模型一致。本文借助PADIS-INT人口预测软件对我国乡村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进行预测，具体参

数设定如下。

1.起始年人口。本文使用乡村分年龄、分性别的人口数作为基准。“七普”资料反映的是截至2020年

11月1日零时的人口情况，并非年末人口情况。在实际预测时，需要将乡村人口数推算至年底。但相关

研究发现，2020年11月1日零时至2021年1月1日零时，乡村人口实际变动只有14万，实际的可能误差

影响非常小［26］（P61-86），且采用推算的方法也会带来误差。因此，本文以“七普”原始数据作为基准，预

测乡村人口变动。

2.生育参数。生育参数包括总和生育率、生育模式以及出生性别比三个方面。一是总和生育率设

定。通过梳理 2020-2022年的数据发现，我国乡村人口总和生育率持续降低，从 2020年的 1.54下降至

2022年的1.26。但随着生育津贴等系列生育支持政策出台，乡村生育率会缓慢上升。结合《世界人口展

望2022》对中国人口预测的中方案，本文将乡村总和生育率中方案参数设定为：2035年为1.30，2050年为

1.39。其余年份的总和生育率数据通过线性插值法得到。如果生育支持政策取得显著效果，总和生育率

可能会快速增加，预计从2035的1.31增加至2050年的1.54，逐步恢复到2020年的水平，本文将此作为总

和生育率的高方案①，对中方案数据下浮 10%作为低方案。二是生育模式设定。参考《世界人口展望

2022》中的估算方法可以发现，未来中国乡村妇女的生育模式会趋向稳定。有鉴于此，本文将“七普”数

据中乡村人口年龄别生育率作为本文的生育模式。三是出生性别比设定。从现有数据来看，乡村人口

出生性别比不断降低，2010年和2020年的乡村人口出生性别比分别为119.85、111.53。随着男女平等的

观念在乡村地区逐渐形成共识，加上生育政策的全面放开，乡村人口出生性别比将回到正常水平。据

此，本文设定2035年和2050年乡村人口出生性别比分别为107、106。

3.死亡水平及其模式。死亡水平通常采用平均预期寿命进行衡量。结合《“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

设定的2025年我国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8.3岁的目标，本文认为我国乡村人口预期寿命将呈高速增长。

① 总和生育率高方案是指2035年与2050年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31和1.54，中方案是指2035年与2050年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30和1.39，低方案是

指2035年与2050年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17和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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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到2050年，我国乡村男性和女性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分别达到77.6岁和81.2岁。对于死亡模式，国内

学者常采用寇尔—德曼（Coale-Demeny）模型生命表中的“西区模式”，该模式与中国实际死亡模式较吻

合。因此，本文也采用这一做法。

4.迁移水平及模式。就净迁移水平而言，我们根据选取历史数据的时间长度不同，分别计算得到

1978-2022年、1982-2022年以及1990-2022年的“S”形曲线模型结果：

C1978 = 1.253/ (1 + 22.979e-4.544T ) (2)
C1982 = 1.197/ (1 + 22.295e-4.738T ) (3)
C1990 = 1.084/ (1 + 22.321e-5.367T ) (4)

根据（2）（3）（4）式的结果，我们按照城镇化率增长速度，分别设定 1978-2022年、1982-2022年以及

1990-2022年为城镇化率变动的高、中、低方案，结果见表1。在中、高方案中，中国城镇化率在2035年分

别达到71.85%和73.60%，在2050年时分别达到73.69%和76.43%。这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对中

国城镇化率在 2035年和 2050年分别达到 70%和 75%的预期结果相一致。同时，本文预测的结果中，

2023年高、中方案的城镇化率分别达到66.48%和66.11%，这与2023年中国66.16%的实际城镇化率误差

较小。以上分析均证明，本文对城镇化率的预测结果相对准确，能够以此作为依据对乡村人口规模和结

构进行预测。就迁移模式来说，1990-2020年我国乡村人口迁移模式总体稳定，本文参考孟向京和姜凯

迪的研究，设定本文乡村人口迁移模式［27］（P39-53）。

5.预测结果的稳健性分析。我们以2023年乡村人口总规模的官方数据为例，进行稳健性分析。结

果表明，低、中、高方案的模拟值与2023年乡村人口总规模的官方数据误差范围均在5%以下，这表明本

研究对中国乡村人口预测结果的准确性较高。由于中方案的模拟误差更小，我们在后文分析中主要采

用中方案的预测结果。

三、乡村人口变动的新特征新趋势

本部分基于乡村人口的预测结果，从人口素质、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和人口分布等方面着眼，考察乡

村人口变动在以上四个维度会呈现出哪些新特征和新趋势。

（一） 乡村学龄人口总规模持续下降，学龄人口结构趋向金字塔结构

2020-2050年中国乡村3-22岁学龄人口规模变动趋势如图1所示。2020年乡村3-22岁学龄人口规

模为1.14亿人，占总人口比重接近22.4%。2035年该数字预计会缩减到4362万，2050年下降至1751万，

比 2020年减少 9655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也从 2020年的 22.4%下降至 2050年的 7.81%左右。2013年人

口政策调整之后，有学者认为我国可能迎来新一轮“婴儿潮”，且在农村地区尤为明显，据此预测发现，从

2020-2029年乡村义务教育阶段学龄人口将大幅攀升［28］（P25-34）。但从人口政策的实施效果来看，乡村

出生人口并未持续增加，学龄人口数量下降趋势反而更明显，这可以从本文的预测结果得到印证。

从学龄人口结构来看。2020-2035年学龄人口结构逐步从“两头小、中间大”转变为“上宽下窄”的倒

金字塔结构。2035年后，随着乡村人口净流出情况得到缓解，学龄人口结构逐渐过渡到“上窄下宽”的金

字塔结构。具体来看，3-5周岁学前教育阶段人口和6-11周岁小学阶段人口都会持续减少，2040年后均

趋于稳定状态。中学阶段学龄人口变动趋势一致，初中阶段学龄人口（12-14周岁）和高中阶段学龄人口

（15-17周岁）分别于2022年和2025年达到峰值后开始下降。高等教育阶段学龄人口（18-22周岁）规模

波动较大，呈现为“倒S型”曲线，分别于2023年和2029年左右达到波谷和波峰。

（二） 女性人力资本大幅增加，乡村女性地位不断提高

女性是乡村社会进步的推动者，高学历女性更是乡村建设不可或缺的力量。从统计数据来看，我国

乡村女性人力资本持续提升。2010-2020年，乡村高中及以上学历女性人数从2330万增加至2772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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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显著增长。从相对占比来看，在乡村女性人口中，高中及以上学历女性占比在2010年为7.78%，2015

年为11.82%，2020年则达到16.85%，比2010年的7.78%增加近10个百分点（如图2）。

教育一直是乡村女性提升社会地位的主要途径，随着乡村女性受教育程度不断增加，其社会地位也

不断提高。近年来，乡村女性社会地位提升途径得到拓展，其在婚姻市场中的议价能力大幅提高，逐渐

成为乡村女性地位提升的主要原因。乡村女性地位提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乡村女性实现

经济相对独立。女性人力资本增加使其劳动参与率上升，尤其是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下乡催生了大量

灵活性岗位，为农村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提供了新机会。女性通过劳动获得报酬的同时也弱化了对男

性的依附性，农村女性在经济上的独立性得到增强。另一方面，乡村女性家庭地位不断提高。在农村家

庭生活中，妇女在处理家庭内部关系和家庭对外联系时都具有优势，尤其是在婚姻市场中的议价能力提

高后，农村女性在家庭事务决策中的地位明显提升。

表1　2021-2050年城镇化率和农村人口净迁出率（%）

年份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2031

2032

2033

2034

2035

2036

2037

2038

2039

2040

2041

2042

2043

2044

2045

2046

2047

2048

2049

2050

高方案

城镇化率

64.72

65.22

66.48

67.34

68.15

68.90

69.61

70.26

70.86

71.41

71.93

72.40

72.83

73.23

73.60

73.93

74.24

74.51

74.77

75.00

75.21

75.40

75.58

75.74

75.88

76.01

76.13

76.24

76.34

76.43

净迁出率

2.30

1.41

3.61

2.58

2.48

2.37

2.25

2.14

2.02

1.91

1.79

1.68

1.57

1.47

1.36

1.27

1.17

1.08

1.00

0.92

0.85

0.78

0.71

0.65

0.60

0.54

0.50

0.45

0.41

0.38

中方案

城镇化率

64.72

65.22

66.11

66.86

67.56

68.19

68.77

69.30

69.78

70.22

70.62

70.97

71.30

71.59

71.85

72.09

72.30

72.49

72.66

72.81

72.95

73.07

73.18

73.28

73.37

73.45

73.52

73.58

73.64

73.69

净迁出率

2.30

1.41

2.55

2.23

2.09

1.96

1.83

1.70

1.57

1.45

1.33

1.22

1.11

1.02

0.92

0.84

0.76

0.69

0.62

0.56

0.50

0.45

0.41

0.37

0.33

0.29

0.26

0.24

0.21

0.19

低方案

城镇化率

64.72

65.22

65.06

65.54

65.95

66.32

66.63

66.90

67.13

67.33

67.50

67.65

67.77

67.88

67.97

68.05

68.12

68.17

68.22

68.26

68.30

68.33

68.35

68.37

68.39

68.41

68.42

68.43

68.44

68.45

净迁出率

2.30

1.41

-0.47

1.37

1.21

1.06

0.93

0.81

0.70

0.61

0.52

0.45

0.39

0.33

0.28

0.24

0.21

0.18

0.15

0.13

0.11

0.09

0.08

0.07

0.06

0.05

0.04

0.04

0.03

0.03

注：此处未考虑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影响。农村人口净迁出率由城镇化率直接反推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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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乡村出生人口持续减少，出生人口性别比回归正常

2020-2050年中国乡村出生人口规模变动趋势如图3所示。预测结果显示，出生人口规模持续减少

将成为乡村人口变动的明显特征。从2020年至21世纪中叶，我国乡村出生人口规模持续减少，2025年、

2035年、2050年我国乡村出生人口数量预计分别为216万、141万和128万。尽管乡村出生人口数量在

2030年出现小幅回升，但到2042年达到160万的峰值后又呈下降态势。乡村出生人口数量减少的原因

可能有两方面。一方面，受到养育成本高企的约束，乡村人口生育意愿受到抑制；另一方面，以县城为重

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将进一步推动乡村育龄人口向城镇迁移。

出生人口规模减小的同时，乡村出生人口性别比逐渐回归正常。过去，由于乡村广泛存在男女不平

等现象，农村居民普遍具有男孩偏好，导致乡村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但随着农村地区男孩偏好减

弱，乡村出生人口性别比会不断下降。预测结果显示，2020年乡村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0，预计到2035

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至107，恢复到103-107的正常范围。

（四） 老年人口规模不断扩张，乡村高龄化趋势凸显

2020-2050年中国乡村老年人口规模和高龄化变动趋势如图4所示。与学龄人口总量变动相反，乡

村老年人口规模不断增加。2020年我国乡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21亿，预计到2035年老年人口规

模达到1.59亿。2035年后，20世纪中后期“婴儿潮”出生人口逐渐步入高龄阶段，老年人口死亡人数也将

增加，由此导致乡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有所下降。2050年老年人口规模为1.4亿，相较于2035年

图1　2020-2050年3-22岁学龄人口规模变动趋势（万人）

                             注：本图数据由作者根据“七普”数据预测得来。

图2　2010-2020年高中及以上学历乡村女性占乡村女性总规模比重（%）

                             注：数据来源于2011-2021年的《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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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1960万。从老年人口占比来看，预计在2025年乡村正式步入重度老龄化社会，60岁及以上老年人

口占比超过 30%。此后，乡村老龄化程度继续加深，到 21世纪中叶，乡村 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达到

62%。

随着乡村医疗条件和养老保障的改善，乡村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增加，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规模

快速扩张，我国乡村老年人口将呈现高龄化趋势。图 4显示，2020年乡村 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规模为

1667万人，预计到2025年乡村迈入重度老龄化社会时增至1700万人，2035年达到2715万人，到2050年

高龄老年人口将突破 4111万。从相对占比看，乡村高龄化程度将不断攀升。在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中，80岁及以上老人占全体老人比重在2020年为13.74%，预计到2035年增加至17.06%，此后持续上升，

到2050年达到29.46%，高于《世界人口发展展望（2022）》预测的全国平均值（26.56%）。

（五） 乡村家庭结构日益核心化，单人户比例明显增加

家庭结构日益核心化是乡村人口变动的重要特征。不难想象，乡村家庭户规模缩减主要受到计划

生育政策和人口净流出的影响，乡村常见的大家庭正逐渐消失。图5显示，2010年乡村平均每个家庭户

的人口为3.34人，到2014年下降至3.15人。随着生育政策逐步放开，加上人口净流出情况有所缓解，乡

村平均家庭户规模略有增加。但在短暂波动之后，乡村家庭户规模仍然呈缩减趋势。2016-2020年乡村

图3　2020-2050年乡村出生人口变动趋势（万人）

                              注：本图数据由作者根据“七普”数据预测得来。

图4　2020-2050年乡村老年人口规模和高龄化变动趋势

                             注：本图数据由作者根据“七普”数据预测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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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从3.33人缩减至2.70人。除人口政策和人口净流出影响外，乡村低结婚率与高

离婚率并存，可能也是近年乡村家庭户规模缩减的重要原因。

随着平均家庭户规模的缩减，乡村单人户占比也在上升。2010年乡村单人户占乡村总家庭户比重

为12.44%，二人户、三人户和四人户仍然是乡村家庭户的主要构成部分，占比分别为22.07%、22.34%和

21.03%。2020年乡村单人户占比增加至23.96%，比2010年增加接近1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三人户和

四人户占比有所下降，四人户家庭占比下降超过7.6个百分点。

（六） 乡村人口不断向县城集聚，农村居民县城购房比例增加

县城作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吸引大量乡村人口集聚。从数据来看，县域平均人口

明显减少，但县城平均人口小幅增加。根据2010年和2020年《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数据，县域平均

人口从37.88万人减少到34.90万人。《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数据则显示，2010年县城平均人口为8.5

万，2022年达到10.5万，相较于2010年增加2.06万人［29］（P62-70）。县域城镇化水平也在稳步上升，2010

年县域城镇化水平为35.45%，到2020年县域城镇化水平接近50%，增长近15个百分点，预测到2035年

县域城镇化率达到64.38%［30］（P2937-2953）。由于城镇生育率长期处于低水平，人口自然增长并不能使

县城人口持续增加。因此，乡村人口不断向县城集聚应是县城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乡村人口在县城购房，成为县域城镇化的主要推动力。农村居民在县城购房主

要由三种因素驱动。一是婚姻竞争。预测结果显示（见图6），从2028年开始，15-49岁婚龄人口的性别

差异数量将逐渐减少，但到2050年男性数量仍然比女性多598万。婚龄人口数量失衡将导致男性在婚

姻市场的竞争压力大幅上升，抬高农村婚嫁彩礼标准。县城住房作为农村婚姻必不可少的彩礼之一，便

促使大量乡村人口在县城贷款购房。二是教育竞争。农村教育资源大量流失与家庭教育期望升高并

存，进城读书成为农村家庭实现教育期望的重要途径，但在县城接受义务教育要求适龄儿童家庭必须在

城区有房产，迫使农村居民不得不在县城购房。三是市民化需求。对于农村居民来说，县城医疗条件、

交通设施以及生活服务等都优于农村，为了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市民待遇，在县城购置房产成为关键

手段。

四、实现乡村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困境

人口变动是受社会、经济、人口自身等因素的影响，人口状况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发生变化的客观过

程。过去几十年，受城市化、工业化、人口流动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人口变化呈现出少子化、老龄化、区域

人口增减分化等特征，结合上文分析可以发现，这些特征在乡村地区尤其突出。人口高质量发展即是结

图5　2010-2022年乡村平均家庭户规模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与2012-2023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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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新的人口形势而提出的新框架，涵盖人口素质、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和人口分布等方面的内容。具体

来看，人口高质量发展是指人口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其中，素质优良是指人口身

体素质更好、教育素质更广博和深厚、思想文化素质更高以及人口综合竞争力更强。总量充裕是指以适

度的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保证相对充裕的生产要素，维持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结构优化是指通过调整

人口各要素，使人口结构不断满足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社会和谐发展的要求。分布合理是指符合国土空

间优化和资源配置效率要求的人口城乡分布和区域分布［31］（P13-21）。基于此，本部分结合前文的预测

结果，从人口素质、规模、结构和分布等角度，考察乡村人口变动会给人口高质量发展带来哪些困境。

（一） 义务教育阶段学龄人口规模缩减，农村儿童教育中断风险增加

上文预测结果显示，2020-2050年中国乡村3-22岁学龄人口减少9655万。其中，6-14岁义务教育学

龄段人口规模将从2020年的6369万下降至2050年的1073万，义务教育阶段学龄人口规模缩减5296万。

乡村学龄人口的大幅减少将对农村儿童教育积累产生两方面影响。一方面，生源减少将导致乡村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规模收缩，不利于保障农村儿童教育质量。当前，乡村小规模学校已经成为农村地区常态

化办学形式，随着乡村学龄人口规模的持续减小，乡村小规模学校的数量和覆盖范围将进一步扩大。但

乡村小规模学校存在师资短缺、区位偏远以及办学资源匮乏等诸多现实困境，将不利于促进农村儿童人

力资本提升。另一方面，乡村学龄人口减少导致义务教育学校撤点并校，不利于保障农村儿童教育的连

续性。撤点并校后，农村儿童需要到更远的学校就读，甚至需要在校住宿。这无疑增加了农村儿童的交

通成本和食宿成本，加重农村家庭的经济负担。经济负担加重将使农村儿童尤其是贫困家庭儿童辍学

风险加剧，农村儿童更有可能选择外出务工［32］（P17-32）。未来，随着农村学龄人口数量的不断减少，农

村教育资源还会大幅收缩，农村儿童教育中断概率将会上升。

（二） 婚姻不稳定程度加剧，传统婚姻文化消解

传统中国一直存在离婚顾忌，离婚被视为有悖正统理念，因此离婚事件少有发生。乡村地区更是长

期保持永久婚姻文化，婚姻稳定性较强。但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

市，农村离婚现象开始增加，且短期内难以得到控制。图7显示，乡村一般离婚率从2015年的13.62‰上

升到2022年的20.10‰，平均每年约增加1‰。从婚姻维持时间看，农村“闪离”现象也越来越普遍。结婚

不到1年就离婚现象开始增加，甚至出现结婚不到1个月就离婚的事件，农村婚姻保质期正在缩短。

从根本上讲，农村婚姻不稳定程度加剧的原因，是披着个人主义与现代性外衣的离婚文化开始侵袭

农村地区。离婚文化不仅对乡村永久婚姻文化造成破坏，也削弱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孝道文化。

农村离婚文化的兴起主要来源于两种机制［33］（P213-242）。一是离婚文化具有浸染性。改革开放后，农

图6　2020-2050年15-49岁乡村人口性别数量差异（万人）

                               注：本图数据由作者根据“七普”数据预测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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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并在城市长期生活，由于农村离婚率低于城市离婚率，因此会受到城市离婚文化的

影响，农村人口的离婚率不断增加。二是离婚文化具有继承性。乡村人口在城市继承了离婚文化，返乡

后会推动农村离婚率上升，“闪婚闪离”现象也开始在农村出现。此外，为了维持婚姻需要花费较大的时

间和金钱成本，正在成为影响农村婚姻稳定性的潜在因素。

（三） 婚龄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男性光棍数量激增

2020-2050年，我国乡村地区婚龄人口性别比将进一步失衡。预测结果显示，乡村婚龄人口性别比

将从2020年的115.8增加至2042年的130，此后呈下降趋势，在2050年达到126.5，这一数值远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相关研究预测结果显示，中国婚龄人口性别比将在2036年达到峰值116.13，此后开始下降［34］

（P91-106）。与全国婚龄人口性别比变动趋势类似，乡村婚龄人口性别比也将经历上升和下降的过程，

但从数值上看，乡村婚龄人口性别比失衡程度更大。因此，由婚龄人口性别比失衡带来的男性光棍问

题，也将在乡村地区更突出。

乡村男性光棍数量增加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结婚难”问题向农村中层社会蔓延。长期以

来，农村结婚成本升高主要影响底层家庭，结婚成本越高，底层家庭的适婚男性沦为光棍的概率也越大。

但近年来，随着婚龄人口性别比失衡进一步加剧，“结婚难”问题开始沿着社会阶梯向上蔓延，农村社会

中层家庭的适婚男性沦为“光棍”的概率也显著增加。此外，部分农村男性迫于“结婚难”压力而选择外

出务工，但是农村男性在城市婚姻市场更缺乏竞争力，其仍有较大概率沦为光棍。另一方面，“不婚潮”

开始在乡村兴起。随着乡村受教育程度提升，农村年轻人在选择是否结婚时，不仅考虑结婚的彩礼成

本，更注重婚后的子女教育、老人赡养等问题。这一系列压力都导致年轻人出现恐婚心理，“不婚潮”便

逐渐在乡村兴起。

（四） 老年人口高龄化、独居化和分散化，养老保障准备不充分

乡村老龄化问题复杂而严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乡村高龄老人失能风险高。预测结

果显示，2020-2050年乡村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将增加2445万，而失能失智风险也在80岁后显著攀

升，这意味着乡村地区可能存在大量潜在高龄失能老人。二是乡村独居老人健康状况较差。“七普”数据

显示，2020年我国乡村 60岁及以上独居老人中，不健康独居老人占比达到 21.15%，远高于镇的 17.05%

和城市的12.50%。三是老人居住分散化。居住分散加大了农村养老服务供给难度，山区乡村中老年人

分散居住特点更明显，养老服务集中供给面临挑战。

乡村养老问题正在不断累积，但农村养老保障准备并不充分。在老人个人养老准备方面，乡村独居

老人主要生活来源单一、稳定性较低。表2显示，乡村独居老人主要生活来源是家庭其他成员供养，其次

是劳动收入，占比分别为45.22%和22.50%。而城市和镇的独居老人生活来源主要是离退休金/养老金，

图7　2015-2022年乡村一般离婚率（‰）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与2016-2023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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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高达72.04%。在政府养老服务供给方面，养老服务数量不足与质量不高并存。2023年第一期湖北

百县老龄调查（HBAS）数据显示，乡村地区上门探访率较低，大部分乡村地区上门探访率都低于30%，难

以保障农村老人养老需求。在养老服务集中供给方面，乡村老年食堂设置率也较低，调研地区的老年食

堂设置率都在15%以下，且集中供给无法满足居住较远和高龄失能老人的养老需求。

（五） 农民工返乡就业人数增加，乡村初步显现“逆刘易斯过程”

近年来，农民工返乡就业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统计数据显示，省内流动农民工人数从 2012 年的

8689万人增至 2022年的 1.01亿人。即使排除新冠疫情的影响，长期来看农民工返乡就业规模也在增

加。从微观层面看，返乡就业人群以老年农民工为主。2014-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显示，返

乡农民工平均年龄从 2014年的 39.88岁增加到 2018年的 43.3岁，老年农民工回流乡村趋势愈发明显。

此外，返乡农民工健康状况也在变差。2014-2018 年返乡劳动力中不健康人口占比从 13.23% 上升至

17.62%。广义上看，农民工回流乡村是一种“逆刘易斯过程”［35］（P4-14），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

方面，返乡人员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另一方面，返乡人员就业集中在低生产率岗位。基层调研也显示，

大部分返乡劳动力学历和技能普遍偏低，返乡就业主要集中在体力劳动、技术含量较低的领域，工作量

大且工作条件差，并不利于乡村人口素质和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五、实现乡村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治理路径

立足乡村人口变动的新特征新趋势，针对乡村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困境，未来推动实现乡村

人口高质量发展，要着眼于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持续优化城乡教育资源供给，提升农村儿童人力资本水平。改革开放后，为提升乡村人力资

本水平，我国大力普及义务教育。到20世纪末，我国乡村基本形成“一村一校”的格局。但随着农村儿童

数量锐减，农村学校开始大规模撤并，教育资源供给的重心也逐渐转移到城镇。然而，不可忽视的是，目

前农村还存在规模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据估计，2020年我国农村留守儿童仍有4177万人。此外，部分

农村未成年人因义务教育资源缩减而选择外出务工的情况也客观存在。因此，大规模地撤并乡村学校

并不利于乡村人力资本积累。应结合城镇与乡村学龄人口发展趋势，促进城乡教育资源合理配置。具

体而言，在城镇一侧，要不断降低随迁儿童义务教育准入门槛，提高农民工子女学校教育质量。在乡村

学校建设方面，要保留必要的小规模学校，加大对乡村小规模学校的教育投资，同时加强乡村寄宿制学

校建设，逐步完善寄宿制学校功能。

第二，不断改善农村婚恋市场结构，缓解农村男性光棍困境。在农村婚龄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的情

况下，农村男性光棍数量将大幅上升。农村男性光棍数量增加不仅不利于乡村社会治理，更会导致乡村

生育率持续下降。因此，亟须缓解农村男性光棍困境，提振乡村生育水平，维持乡村人口总量稳定。目

前，针对农村男性光棍问题，政府重点从个体层面入手，大力整治天价彩礼现象，试图减轻农村男性结婚

表2　2020年乡村独居老人主要生活来源（%）

劳动收入

离退休金/养老金

最低生活保障金

财产性收入

家庭其他成员供养

其他

总计

乡村

22.50

10.58

13.70

1.13

45.22

6.87

100.00

镇

14.23

32.78

8.80

0.87

36.78

6.53

100.00

城市

6.68

72.04

3.20

0.56

14.09

3.42

100.00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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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但从上文分析来看，农村结婚难问题开始蔓延至农村社会中层家庭，即便能够满足农村彩礼要

求，部分条件不错的男性仍然无法获得婚姻。说明农村结婚难原因不仅仅是农村男性人力资本较差、经

济条件有限等个体因素，还需着眼于结构改善。具体来看，一方面要引导青年在城乡间有序流动，改善

农村婚姻市场供需现状。另一方面要搭建农村婚恋信息平台，增加农村男性婚配机会。此外，较高的人

力资本仍然是农村男性婚姻竞争力的重要支撑，要通过教育培训、职业训练等，不断提高农村男性人力

资本。

第三，推动发挥市场作用和社会力量，助力农村养老服务水平提升。与城镇对比来看，乡村不仅老

龄化程度更深，老年人居住、健康等情况也更复杂。以居住情况为例，乡村老年人居住普遍呈现独居化

和分散化的特点，这极大增加了乡村养老服务供给的难度。目前，乡村养老服务供给仍然以政府为主

导，但从实际落实情况看，政府主导的养老制度保障并不能有效满足农村养老需求，如在上门探访和老

年食堂设置方面都还存在差距。因此，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和社会力量，多元共治，补齐农村养老服务

短板。一方面，市场化是优化养老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要积极推动乡村养老服务市场化改革，大力发

展银发经济。不断完善公建民营模式，即政府负责养老服务机构兴建，而将运营权交给民间企业或社会

组织。积极探索民营公助模式，即民间资本投资建设和运营养老服务设施，政府通过补贴、税收优惠等

方式提供支持。另一方面，社会力量参与是优化乡村养老服务的重要补充。要充分发挥老年协会等非

营利性组织的作用，加快发展农村互助养老，同时推动“时间银行”在农村落地。通过以上措施，可以推

动农村养老服务的市场化、多元化发展，更好地满足乡村老年人的养老需求。

第四，积极修复乡村婚姻和家庭文化，保障农村家庭婚姻稳定。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也是人力

资本积累的重要场所。因此，巩固家庭建设和婚姻稳定，对于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但正如上

文分析，受到离婚文化的冲击，乡村离婚率逐年攀升，农村家庭正在经历瓦解。据此，应大力倡导新型婚

姻家庭文化，保障乡村家庭的婚姻稳定。但现有关于新型婚姻文化和家庭文化的宣传，重点聚焦于城市

常住人口，以乡村人口为主体的流动人口尚未引起重视。虽然以社区为基础，对常住人口开展新型婚姻

文化宣传取得一定成效，但当人口频繁流动时，这种宣传效果将大大减弱。因此，现有宣传措施还需从

以下三方面进行完善。一是将流动人口纳入城市社区宣传范围，倡导其从重视婚姻、尊重婚姻、弘扬美

德等方面积极践行新型婚姻文化。二是利用乡村综合性服务场所，为农村家庭提供新婚教育、纠纷调

处、家庭教育等服务。更重要的是，着力解决乡村人口就业和住房问题，只有在安居乐业的前提下，才能

保证婚姻稳定和家庭和谐。

第五，进一步完善城乡就业创业政策，引导农民工合理有序流动。农民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

量，对中国城市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但当他们年老时却未能得到城市的公共服务保障，导致大量农民

工面临返乡抉择。从根本上看，农民工返乡的原因在于城市不能提供合适的就业岗位。农民工的不稳

定就业形式，也为资本创造了“掐尖式用工”的机会。因此，解决农民工返乡问题，关键在于城市。一方

面，要进一步推进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深化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保障农民工在城市享受同等市民待遇。

另一方面，增强对农民工的数字技能培训，以适应城市新就业形态。当然，对于返乡创业的群体要给予

支持，尽快落实返乡创业政策。具体而言，一是要加大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资金扶持力度，推动创业贷

款补贴优惠向返乡农民工倾斜；二是应不断优化乡村创业环境，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

供给。

当前，中国人口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人口发展显现出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趋势性

特征，且在农村地区尤为明显。在此背景下，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点就是厘清乡村人口

的变动趋势。为实现乡村人口高质量发展，亟需修复婚姻与家庭文化，提升农村养老服务水平，并有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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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支持体系。乡村人口结构变动一方面体现着我国人口转变和发展的内在规律，另

一方面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现代化进程推动的结果。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一个关

键的历史转折点，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人口环境和条件。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已然成为

应对未来挑战的必然选择，它不仅关乎乡村振兴与经济转型，更是推动国家人口整体素质提升、支撑中

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环节。深入理解乡村人口结构变动，还需要跳出单一的人口学视域，综合考量人口结

构变动和乡村公共资源配置、文化习俗变迁、社会治理模式变化等因素的相互影响，以及人口高质量发

展视域内人口结构和人口总量、人口分布、人口质量之间互动的深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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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Rural Demographic Changes and the Dilemma Of 
High-quality Population Development

Shi Zhilei， Feng Yitao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Abstract Since rural demographic changes have become a signific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high-quality 

population development,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shifts in rural population dynamics and the predica‐

ments of high-quality population developmen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China's demographic 

trends and responding to relevant major issues. Based on data from the Seventh National Census, China La‐

bor-force Dynamics Survey (CLDS), and the first Hubei Aging Survey (HBAS) in 2023, the cohort-compo‐

nent method is applied to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dynamics. Rural popula‐

tion changes have posed challenges to high-quality population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gender ratio among 

marriage-age population, the aging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and marital stability. Specifically, the total num‐

ber of rural births and school-age population is rapidly declining, and while the sex ratio at births is gradually 

returning to normal, the sex ratio among marriageable individuals is severely imbalanced, with the male bach‐

elor crisis spreading to the middle class of rural society. More rural elderly population is turning 80 and living 

alone, posing significant challenges to rural elderly care programs and services. Divorce begins to infiltrate 

rural areas, gradually eroding traditional marital culture and exacerbating instability in rural marriages. An in‐

creasing number of rural residents are purchasing apartments in county towns, becoming a major driver of 

county-level urbanization. Additionally, more migrant workers are returning to their hometowns for employ‐

ment, with rural areas taking on a reverse Lewis turning point. To further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

ment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and better support the modernization driv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is nec‐

essary to optimize the supply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mprove rural elderly 

care services, and restore rural marital and family culture.

Key words rural demographic changes; population aging; population services system; third child poli‐

cy; demographic forecast; birth rate; marital culture; county-level urbanization; rural elderly care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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